
责编：曹颖新 E-mail:wenshiban@hotmail.com Tel:010—62806236STUDY TIMES

92014年 1月 6日

中外历史

作者：大头兵动漫

王安石改革智慧的当代启示
□李锡炎

纵观王安石改革变法的始末，深感

他一方面忧国忧民，勇于任事，敢于创

新，有强烈的改革使命感和责任感；另

一方面他又善于审时度势，行藏自如，

既极于有为，又能尽于无为。的确，他

具有推进改革的高超领导智慧，是一位

智商、情商、财商俱高的改革家。他推

进改革的领导智慧和改革创新精神，对

于当代全面深化改革颇有启发，可以概

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改革“以择术为始”，从改

革创新治国理政的思想理念，创新学

理、政理、事理做起，打破思想桎梏，

选择和确立体用合一、经世务实的新经

术为改革变法的指导思想。

公元 1069年（熙宁二年）2月，48

岁的王安石被任命为参政知事，自此正

式参与政事，成为变法改革的主持人。

据《长编拾补》记载，王安石与宋神宗

论治国之道，神宗问治国当以何为先，

王安石答曰以择术为始，当以尧舜为

法。王安石劝神宗以尧舜为法，行先王

之道。神宗对王安石说，人皆不知卿，

以为卿但知经术不可以经世务。王安石

对神宗明确地说：“经术者所以经世务

也，果不足以经世务，则经术何赖

焉？”表明他的经术不再是那种儒家的

空洞无用的经术，而是与世务贯通的体

用合一的实学，是一种以先王之道为名

的新经术。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变

法改革是为了解决问题，必须坚持理论

联系实际，经世致用，不尚空谈。

王安石认识到，变法既是国家与垄

断阶层之间的利益之争，又是代表改革

创新精神的新思想与陈腐、落后、保守

的旧思想之间的观念之争，他意识到变

革会面临巨大的阻力，特别是在思想观

念上的交锋会十分激烈，因此他一开始

就做好了“以择术为始”的思想理论准

备。面对重重压力，王安石一靠谋略，

二靠勇气，表现出巨大的自信和百折不

挠的精神，并鼓励神宗以经术向流俗开

战，不要打退堂鼓，要急流勇进。王安

石对神宗说：“陛下方以道胜流俗，与

战无异，今稍自却，即坐为流俗所胜

矣。”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的经术

思想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奠

定变法的理论基础，为改革提供了思想

保证。

其次，改革方案深思熟虑，全面配

套，从改革科举、培养人才入手，着力

于理财治军、富国强兵，先易后难，步

步深入。

当时宋朝面临两大难题：一是贫，

财政收支不平抵，国库年年赤字；二是

弱，十战九败，岁岁输钱帛于辽夏。这

不仅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更是给国

家带来洗不清的屈辱，同时给中原人民

带来深重苦难。宋代的这种贫与弱又都

是相对的。宋代的经济较汉唐发达得

多，收入的绝对值并不低，只是开支过

大，造成入不敷出。军队数量庞大，但

是战斗力奇差，几乎每战必败。王安石

认为，要解决兵多而弱、财富而贫这两

大严重问题，必须变法革新。

王安石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比较

系统的治国方略和改革措施，于公元

1059 年以《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进献

朝廷。他指出当时存在的问题是内治不

清，外困夷狄，财力困穷，而造成这些

问题的直接原因是思想禁锢，人才缺

乏；制禄太薄，不足以养，迫使官员廉

耻日毁，贪污盛行；再加上风俗大坏，

以奢为荣，以俭为耻，又不得理财之

道。针对这些问题，王安石提出了开源

与开放的理财之道，择将治军的强兵之

方，制定以先王之道取代陈腐的儒术、

专以经术取士的科举改革、实施青苗法

的经济改革等一整套改革方案和实施措

施。用现在的话来说，既深思熟虑地进

行顶层设计，又摸着石头过河，全面推

进改革。

再次，选择“变风俗，立法度”为

改革突破口，确立“以中人为制”的改

革决策模式，运用法治的力量推进改

革。

富国强兵是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根本

目标，欲达此目标，变法改革如何起

步，从何处入手呢？王安石明确提出：

“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

也。”王安石非常清醒地认识到，风

俗不变则新法不能久行，所以变风俗

作为立法度的第一步。所谓变风俗，

最根本的就是以先王之道、经世之术

取代空泛陈腐的儒术，排除变法革新

的思想障碍。但是变风俗不能只是停

留在宣说新学，只有把新思想新经术

转变为制度法令，才能改变社会风气。

王安石认为，变风俗与立法度二者是

相辅相成的，不变风俗则法度不立，

不立法度则风俗不变，只有双管齐下

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在定制度立法度的决策上，王安石

既吸收法家的某些长处，又继承了儒家

重视德治的传统，采用了“常以中人为

制”的改革决策模式。王安石指出“尧

舜所为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

而不难”，因为“圣人经世立法常以中

人为制”。所谓“经世立法常以中人为

制”，就是按照大多数人（中人）能够

接受与理解的水平和标准来制定法令制

度，绝不是按照少数觉悟最高的人的标

准而设立。只有以中人为制，才能满足

多数人的需求；贯彻执行法令制度，只

有易知，才会易行有效。王安石这些决

策思想至今仍然适用。

最后，审时度势，行藏自如，把握

改革的有利时机，把握抑制兼并的合理

尺度，防止社会矛盾激化，减少改革风

险。

王安石从公元 1059 年进献《上仁

宗皇帝言事书》系统表达改革方案，到

公元 1069年开始拉开变法革新的序幕，

长达 10 年之久。在宋英宗期间，皇帝

体弱多病，又与太后关系不睦，胸有成

竹的王安石屡召不出，他乐天知命，不

慕富贵。他深知，时机未到，妄求进取

难有作为。公元 1067 年 4 月，20 岁的

宋神宗赵顼登基，他自幼仰慕王安石的

人品才学，是一位心思变革的有为之

君。因而神宗即位不久，便召王安石入

京。王安石认为改革变法的时机成熟，

就此拉开变法革新的序幕。

王安石出于推行经济改革，促进经

济流通和交流的考虑，坚决反对垄断，

极力主张抑制兼并，但在具体措施的实

行上却非常冷静，并不主张强行剥夺富

户的田产分给贫民，因为这样做是不可

行的，而且会加剧社会矛盾，增加改革

的风险。

公元 1074 年 4 月，在改革变法取

得明显成效之时，宋神宗认为是他“自

奋英断”之日，一手导演出罢相的闹

剧，逼王安石下台。王安石毫无野心，

不争功，不争锋，主动请辞。吕惠卿接

替王安石任参政知事之后，野心暴露，

屡起大狱，打击改革派。神宗又于公元

1075 年 2 月召王安石复职，此时再兴

改革，已举步维艰，不足二年他便离任

了。在他两次力辞相位中，表现出一种

出入自在、行藏自如的境界和风骨。

王安石变法革新，从指导思想到目

标方针，从法令措施到方法步骤，都是

正确的，效果也是明显的，但是由于种

种原因，还是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

得相能开国
长策归一统

□秦毅民

几年前，朋友向我推荐

《大秦帝国》。我一看六部十

一本煌煌数百万言，即望而却

步。今年来中央党校学习，适

逢中央电视台播放《大秦帝国

之纵横》，不经意间看了二

集，感觉不错，正好朋友送给

我全新改版的《大秦帝国》。

于是，我打开了久违的她。捧

着厚厚的书，翻开每一页，咀

嚼着每一行字，深深地感到，

这是我到目前为止所读到的最

好的历史小说。

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

混乱最血腥最残酷的时期，又

是中国历史上最张扬最奔放最

具创造性的时期。这是各战国

在“天下”这个舞台上定策谋

国各展雄才充分竞争所演出的

最壮丽的活剧。作者以生花妙

笔全面地再现两千多年前中华

大地上先祖们昂扬奋发生生不

息不断开拓的生动画卷。

得相能开国

秦部族是从中国西部边鄙

地区发展起来的，文化发展

落后，民风质朴少文，孔子

西巡不到秦，最初为中原地

区各大小诸侯国所谓的礼仪

之邦所轻，没有像齐国那样

的稷下学宫之类的学府——人

才汇聚。人才是富国强兵的

第一资源，春秋战国之世，

凡得一流人才治国理政的国

家在短短的一二十年甚至数

年大见成效。魏用李悝变法，

使魏在战国初期盛极一时，

称雄半个多世纪；燕昭王任

用郭隗、剧辛、乐毅，几灭

强齐，而剧辛、乐毅皆赵人；

楚悼王任吴起为相，诸侯患

楚强盛，吴起为卫国人。孝

公以前的秦国不仅地处边远，

土地没有开发，人才更是稀

缺。“昔我缪公自歧雍之间，

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

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

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

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

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

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

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

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

边境，徒治栎阳，且欲东伐，

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

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

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

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

分土。”秦孝公这则求贤令，

雪耻求治图强之情溢于言表，

坦诚真切，胸襟阔大，千古

雄文，至今读之，仍不禁为

之拍案叹赏。秦国对于真正

的人才，从来都不吝啬尊官

显爵高位封土，从国君到朝

廷到乡野百姓，都是发自内

心地尊重敬爱山东士子。从

孝公，到惠文王、武王、昭

襄王、孝文王直至秦始皇一

直秉承这一国策。于是商鞅、

甘茂、魏冉、张仪、范雎、

蔡泽、吕不韦、李斯等开府

丞相，还有秦国武将世家蒙

骜、蒙武、蒙恬的先祖，还

有工程巨匠李冰、郑国，纷

纷从山东来到秦国，支撑秦

国一百多年文治武功直到一

统天下的烈烈伟业。这些人

才不论是来自敌国友国大国

小国，也不论是贵族还是平

民还是奴隶罪犯，也不论学

派背景是法家儒家墨家计然

家 杂家，只要“出奇计 强

秦”，秦国都不拘一格，一

律信而不疑，委以国政。反

观山东六国，或有爱贤之名，

表面崇尚学问，大造学宫，

爱惜人才，礼敬名士，做的

多是表面文章，特别是魏国，

商鞅、张仪、范雎都与魏国

失之交臂，这三位磐磐大才

都是首先把魏国作为效力的

首选之国，最后都被魏国的

当政者赶到了秦国。而秦国

在争夺人才的过程中，当政

者所展示的爱才、惜才、信

才、用才、护才的胸襟气度

胆识为当时六国所不及，至

今仍叹为观止。

长策归一统

古老的秦部族的最高首领

中，一代一代地流传着一个秘

语，那就是大出东方、一统天

下。这就是秦国的基本国策，

是秦国的最高政治目标。在秦

国 500多年的历史中，不管是

地处西鄙边地，地促民穷国

弱，还是六国联合分秦、合纵

联军封秦，还是国势鼎盛势压

六国，秦国没有因势弱而放

弃，也没有因强势而懈怠，从

来没有动摇这一信念，而且以

此信念激励朝廷和国人，“纠

纠老秦，共赴国难”，在艰难

中坚持，在危困中奋起。一统

天下，维护和平，造福人民，

这种正统的思想根基一经种

下，历数千年深深植根到中华

民族每一个人的血液里，无论

“天下”的范围扩展到什么空

间，无论中国人走到哪里，维

护统一维护和平造福人民的因

子就播种到哪里。

秦国在坚持长策、走向一

统天下的道路上，不会墨守

成规一成不变，而是因时因

势地灵活调整策略。在山东

六国强大，特别是东出的拦

路虎魏国在李悝、吴起变法

后，吴起领兵占领河西，秦

国国土萎缩，民生凋弊之时，

秦孝公选择了韬光养晦，任

用商鞅进行变法，奖励耕战，

废除隶农，废井田开阡陌开发

国土，厚培根基，时机成熟一

战而收复河西。秦惠文王，针

对秦国在与六国对抗过程中逐

步取得均势的情况，起用张仪

实施连横之策破苏秦的山东六

国的合纵之策，不失时机地掠

取西蜀，巩固地扩大了秦国的

版图。昭襄王时，秦国与山东

六国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秦

则采取了分化瓦解，重点突

破，消耗敌手实力的策略，长

平之战灭赵 40 万生力军，震

慑六国。到秦王嬴政上台，胜

利的天平已完全倾向秦国。在

走向统一的道路上，以实力基

础，秦国运用了人类历史上所

发明的所有策略计谋，动用所

有能动用的智慧和力量，打了

两次规模超百万人的战争，还

有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政治战、

外交战、间谍战、经济战。在

风云激荡全面对抗竞争中，那

些睿智高远的至圣先贤、那些

治国理政的圣君贤相、那些指

挥若定的纠纠战将、那些融通

天下的行商大贾，那些巧夺

天工的能工巨匠，仍然像横

亘天际的巨星，让我们今人

仰望沉思。我们该从老秦人

那里学些什么呢？

首先，更加全面地进行开

放。500多年的秦帝国，向山

东六国开放，向全天下开放，

也向国内的人开放。因开放，

秦国吸引了人才、物资、人

口、思想知识智慧技术，因而

创造了当时一流的政制（郡县

制为构架的中央集权而不是分

封贵族制）、一流的行政管理

队伍、一流的军制和一流的作

战部队、一流的国土开发（都

江堰和郑国渠）、一流的经济

和军备供应。

其次，坚持进行更加彻底

的改革。改革就是利益调整。

不进行利益调整的改革不能称

之为改革。这很难但必须进

行。大秦帝国为了秦国的强大

能向全天下的人放权让利，给

有才能的人高官厚禄直至出将

入相，给普通隶农以土地和自

由身份，给有耕战功劳的以高

爵。而山东六国最高职位如丞

相和上将军，为王族和其他世

家大族把持，楚国是羋氏王族

和昭、景、屈、黄四大家族，

所谓战国四大公子无一例外都

是王族，齐国是王室田族，韩

赵魏亦是如此，而普通的国人

和隶农是永无出头之日的。

史 镜

有所思
廉政漫画

公仪休不受鱼

□张守广

卢作孚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各

界公认的“创业奇才”、“建设健将”，

由其开创的北碚试验和由其创办的民生

公司的业绩，已经广为人知。卢作孚极

具开创性的人生，像传奇一样令人神往。

何以卢作孚能够创造诸多辉煌的业绩？

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本文认

为：试验方法、科学态度和人文精神，

是三个关键因素。

1934年 8月，卢作孚在《建设中国的

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中，第一次把自

己主持的各项主要事业称为创造现代社

会生活的试验。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定县实验、邹平实验都曾经煊赫一时，

但卢作孚有关“试验”的概念和方法却

自有渊源。经过仔细考察我们能够发现：

这是卢作孚将中国历史文化中注重“践

行”的传统与 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杜威

实验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我们知道，蔡

元培和黄炎培是最早向中国学术界、教

育界介绍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蔡称

为实利主义）的先驱。早在1912年和1913

年，蔡元培和黄炎培就先后发表《对于

新教育之意见》《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

义之商榷》等文章，“鼓吹此实用主

义”。前者强调实利主义教育为“当务

之急”，后者强调实用主义教育为“对

病良药”，引起强烈反响和讨论。1914

年，黄炎培又发表《小学校实用主义表

解》等文，进一步阐释和宣传实用主义

教育。恰在此时，青年卢作孚来到上海

盘桓一年多，其间与黄炎培相识。受黄

的影响，卢作孚萌发从事教育的想法并

回川付诸行动。稍后，受业于杜威的陶

行知于 1917年留美归国，写下《试验主

义之教学方法》等文章，着重介绍和强

调杜威学说中的试验方法。杜威本人于

1919 年应邀来华访问、讲学，胡适和陶

行知以其授业弟子身份，随行翻译并著

文介绍，杜威学说风靡全国，产生巨大

社会影响。受此影响，卢作孚在从 1922

年到 1948年的近 20多年中，多次以杜威

的教育学说为依据阐述自己的教育主张。

值得注意的是，陶行知在介绍杜威学说

时倾向于使用“试验”和“试验主义”，

这与胡适倾向于使用“实验”和“实验

主义”显然不同。尽管卢作孚与陶行知

结识较晚，但显然主要是受到了陶行知

的影响。从 1922 年初开始，卢作孚开始

在教育问题上使用“试验”“试验方法”

概念，从 1923年开始在社会改造问题上

使用“试验”概念，并提出局部改造以

规范全局的设想。1934 年初，卢作孚与

陶行知结识，此后联系越来越多。抗战

时期，陶行知得卢氏兄弟帮助，迁居北

碚并创办育才学校，联系更加紧密。总

之，正是通过黄炎培、陶行知，卢作孚

吸收了试验主义方法，并由此奠定了其

致力于中国社会改造的方法论基础。而

这种方法论上的趋同与接近，也成为卢

作孚与黄炎培、陶行知毕生友谊的重要

思想基础。

科学在近代中国成为一面标识现代

性的旗帜始自新文化运动，深受新文化

运动影响的卢作孚，自 1923年起开始在

著述中使用科学这一概念。随着各项事

业的展开，卢作孚使用科学一词的频率

越来越高，对科学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

和全面，并逐渐形成一种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科学态度。卢作孚指出：“科

学就是整理经验的方法。”他还说，自

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现代世界的两个宝

贝东西，“凡运用科学方法，加之于一

种物质上，而使其有更好的结果，以供

给人们享用的就是技术。至于把社会科

学应用起来使两人以上的人群能够很好

的共同工作，则为管理”。卢作孚认定：

提倡和发展现代科技是提高人民生活、

维护国家尊严的必由之路，必须致力于

“以机器替代人力，以科学方法替代迷

信与积习”。在北碚试验中，卢作孚把

传播现代科技当成一项重要工作，他明

确要求峡防局人员：“凡现代国防的、

交通的、产业的、文化的种种活动当中

有了新纪录，机器或化学作用有了新发

明，科学上有了新发现，必立刻广播到

各机关，到各市场或乡间。”为提倡科

学和发展科学，他以民间的力量创办中

国西部科学院，不仅促进了四川及西南

地区科技的长足进步及经济发展，而且

为抗战爆发后内迁到后方的科学工作者

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基本设施和栖身之所。

1940年代初，卢作孚还以其诸兄弟私人

捐款为主要资金来源，设立嘉陵文化基

金会以提倡科学。卢作孚在《事由书》

中写道：“吾国过去忽视科学，以致文

化落后⋯⋯值此国难严重，百物凋敝之

秋，对于文化建设，亟应认定目标，先

树基础，俾期逐渐发展，获得成效，以

裨益国家，福利人民，进而探讨研究，

日新月新，求与欧美文化并驾齐驱。”

同时，卢作孚作为一个实业家，高度重

视科学管理。他说：“工商管理所采用

的方法系科学的方法。⋯⋯管理亦系技

术。”他要求公司人员：“报告数目字，

尤须力求准确，不可马虎。”他强调事

业必须先有精密的计划，而且计划的根

据不能是想象的，应该“是根据从调查

和研究得来的事实，又是从后来进行所

得的结果证明相符的”。在民生公司试

验中，他设计并推行了包括举行各种会

议在内的一系列办法，以便于随时发现

和解决问题，改进工作。他还将这一套

卓有成效的管理方法，整理成《工商管

理》一书，产生很大的影响，时人把他

与王云五一道，誉为“科学管理专家”。

卢作孚曾经说：集股创办公司一事，

缘起于 1925年他从成都回到合川后师友

间的餐叙中。随后，召开筹备会募集股

份，最初只有 8000元，到上海订造一只

小轮船和一些器材，民生公司便开张

了。资金如此菲薄，公司初创时期的竭

蹶状况不难想见。但各位同人聚集在卢

作孚周围，同甘共苦，专注于事业的奠

基和发展。何北衡说：民生公司是民生

朋友公司。正是卢作孚的人文精神把一

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凝聚在一起，形成一

股朝气蓬勃、服务社会、富强国家的社

会经济力量。在经营上，卢作孚发现当

时轮船公司存在一个普遍现象，即“只

图赚得到钱，毫未替顾客着想⋯⋯要想

营业发达，自然很难”。对此，他强调

公司要服务社会，取得十分明显的结

果。受到民生公司充满人文精神服务的

顾客，总是赞不绝口，印象深刻。此类

事例很多，如陈衡哲（任鸿隽的夫人、

中国第一个女教授）于 1935 年 12 月

从汉口乘坐民生公司的民权轮到重庆，

她后来在《独立评论》撰文写道：“我

们坐在里面，都感到一种自尊的舒

适。”黄炎培于 1936 年初从上海乘民

生公司轮船到四川考察，他在《蜀道》

一书中深有感触地说：民生公司的好

处，是能当客人“是个‘客’，是个

‘人’”。民生公司是如此，北碚也

是如此。著名方志学家傅振伦记述，

抗战时期，后方通货膨胀极为严重，

物价腾贵，公教人员生活困难，卢作

孚指示北碚科学、文化事业单位，“以

实物代工资”，舒缓了无数聚集在北

碚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困难。从黄炎培、

叶圣陶、胡风、傅振伦等人的记述中，

人文关怀、人文精神在卢作孚所主持的

事业中的影响可见一斑。

试验方法、科学态度与人文精神
——卢作孚创造性活力的源泉

1.公仪休是战国初期鲁国宰相，他坚持奉职循

理，以德治国，始终不变，使朝廷大小官员自守

清正，既不与百姓争利，也不妄取小惠。

2.公仪休有一嗜好，就是特别喜欢吃鱼。一天，

有一人带着一筐上等新鲜鱼，给公仪休送来。但

他坚辞不受。

3.送鱼者大为不解地问：“听说宰相喜欢吃鱼，

特意给您送来，不知为什么您又不收呢？”

4.公仪休笑了笑，对送鱼者说：“我身为宰相，

而宰相的俸禄足够我自己买鱼的开销，假如今天

我因接受别人的鱼而被罢免官职，那谁还给我送

鱼呢？这就是我不受鱼的原因啊！”


